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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泊水体混合或分层对环境和生态具有显著指示意义，能够提高对未来湖泊水环境状况的评价与管

理。针对洪泛鄱阳湖水位季节性变化显著等特点，基于剖面温度和稳定氢氧同位素的调查分析来探明多因素影响下

鄱阳湖水体垂向分层或混合状况。结果发现：鄱阳湖枯水期和洪水期水体垂向温差大多处于 0～1.0 ℃，大部分水

域温差小于 0.5 ℃，但偶见洪水期部分水域会达到 1.5 ℃的较大温差。总体表明，在季节变化尺度上，鄱阳湖具

有较为稳定的等温层，没有明显温度分层特征。同位素分析结果得出，枯水期和洪水期的氢氧稳定同位素值在深度

剖面上呈均一分布，表明鄱阳湖水体混合状况较好或完全混合。虽然湖区气象条件和水文条件均是影响鄱阳湖水体

分层或混合的重要因素，但鄱阳湖入流和出流等水文条件是影响鄱阳湖水体垂向混合的主要因素。鄱阳湖水体混合

同时对湖泊水环境因子的垂向分布特征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或控制作用。首次基于大量野外监测有针对性地开展鄱

阳湖水体分层研究，结果有助于对湖泊水流结构的深入认识，可为湖区水体污染物的输移模拟与作用机制阐释等方

面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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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是全球陆地水系统中的重要组分，因其具有丰富的地表水资源和高度的生态价值，湖泊是人们休闲娱乐、工农业用水

和发展渔业的重要场所，也是众多生物群赖以生存的必需环境
[1]
。湖泊水体混合或分层状况有显著的环境和生态指示意义，尤其

是在分析底层溶解氧消耗
[2]
以及营养盐和主要生产者分布

[3]
等方面。湖泊水体混合或分层可能是长达几十年的持续过程，也有可

能仅是几个小时的短暂过程
[4]
，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主要影响因素

[5]
：(1)湖泊入流所携带的混合能量；(2)湖泊出流和取水等所

引起的混合能量；(3)由风、太阳辐射及其它气象要素导致的水-气界面能量迁移。因此，在湖泊水体复杂水动力环境作用下，

水体分层的调查分析与研究能够提高对未来湖泊水环境状况的评价与可持续管理，具有重大实际意义。

文献调研发现，国内外已经针对不同复杂程度、不同尺度的湖泊系统，采用野外调查和水动力模型开展了水体混合或分层

以及影响因素研究
[6～16]

，但多数集中在对国外湖泊的研究。总结发现，先前研究涵盖了浅水湖泊、深水湖泊以及洪泛湖泊等主要

湖泊类型，采用了温度监测
[6, 7]

、稳定同位素
[8]
与数值模型

[9, 10]
等调查方法。研究发现，受气温、风、降雨等气象条件以及湖泊

水文水动力条件的影响，这些湖泊的水体分层或混合状况呈现出显著时空变异性。无论是深水湖泊还是浅水湖泊，鉴于这些湖

泊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不同湖泊的水体垂向分层状况具有明显的局地性，应开展有针对性的相关研究。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长江中下游极具代表性的大型通江湖泊，在优质淡水供给、洪水调控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17]
。另外，鄱阳湖也是全球重要生态区，承载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可持续发展，以占长江约 16%的年径

流量影响着长江中下游供水和用水安全
[18]
。鄱阳湖水位的高度动态变化，导致湖泊水体面积呈现年内显著的萎缩与扩张，进而

使得湖区洪旱灾害频发
[19]

。流域 5河来水的入湖径流对湖泊水位起着主控作用，其次，鄱阳湖与长江的水量交换也对湖泊水位

形成季节性的顶托和拉空作用
[20]

。但随着鄱阳湖周边工业化与城镇化加快以及人口的急剧增长，污水和废水排放持续增加，给

鄱阳湖水质水环境保护造成了严重威胁
[18]
。虽然以往不少研究已经关注鄱阳的水环境变化，但这些研究主要基于湖区空间表层

水体的采样与分析，对有可能引起水环境变化的水体分层特征研究鲜有报道。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通过构建二维水动力数值模

型调查鄱阳湖空间上的水文水动力特征，尽管这些模型取得了广泛应用和发展，但均未考虑鄱阳湖的水体垂向分层状况，进而

缺乏用来进一步评估湖区生物化学过程与作用的水质模型
[21～23]

。虽然诸多学者普遍接受鄱阳湖是一个浅水型湖泊，可以忽略其

垂向结构特征与变化，但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来加以佐证和参考。考虑到鄱阳湖地表水力联系复杂以及水深季节性变化显著等

特点，开展湖泊水体垂向分层调查与分析不仅是一项基础研究，也是应对当前鄱阳湖水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任务。

本文以大型通江洪泛鄱阳湖为研究对象，基于剖面温度与稳定氢氧同位素的调查分析为研究手段，开展季节性水位变化影

响下鄱阳湖水体垂向分层调查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本文主要研究目标为分析典型水位变化期、特定断面的水体垂向温度和稳

定氢氧同位素的变化特征，根据剖面变化信息来评估鄱阳湖水体季节性混合或分层状况，并探讨分层影响因素及其与水环境因

子的联系。本文首次针对鄱阳湖水体分层开展研究，大量的基础数据获取可用于后续的三维数值模型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对

湖泊水流结构与格局的深入认识，也可为湖区水体污染物的输移模拟与作用机制阐释等方面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介绍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以及长江中游南岸，南北长约 173 km，东西最大宽度约 74 km，北部入江水道最窄处宽度约 2.8 km，

湖岸线总长达 1 200km(图 1)。鄱阳湖大致包括主河道、岛屿、洪泛洲滩等典型地貌。湖盆高程总体呈南高北低的趋势，最大高

程差可达 13 m，南、北部平均高程相差约 6.5 m(图 1)。在高洪水位时期，约 85%的鄱阳湖区平均水深小于 6 m，最大水深可达

30 m
[22]
。鄱阳湖主要承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与修水 5 大河流来水，经调蓄后注入长江，其与 5 河及长江之间频繁的水量

交换形成了鄱阳湖高动态的水位-水面积变化。从季节性水位波动上，鄱阳湖可以划分为 4个水位变化期，即涨水期(4～5月)、

洪水期(7～9月)、退水期(10～11月)与枯水期(12～次年 3月)。鄱阳湖洪、枯季节的水位差可达 15 m，枯水季节的空间水位差

可达 5 m，而洪水季节整个湖区水位基本保持一致
[22]
。丰水期鄱阳湖水面积可达 3 000 km

2
，而枯水期萎缩至不足 1 000 km

2[24]
，

呈现“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独特洪泛特征。根据实测水文气象资料统计发现，湖区气象条件空间差异较小，主要表现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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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性变化，多年平均降雨量和蒸发量分别为 1 766 和 1 236 mm
[17]

。整个湖区年风向变化主要以 NE 向为主，年内平均风速约为

3.03 m/s
[25]
。此外，赣江流域入湖径流约占年入湖总量 62%、抚河流域约占 11%、信江流域约占 16%、饶河流域和修水流域分别

约占 8%和 3%
[26]
，体现出流域 5河入流的空间变异性。

2 采样策略与测试分析

于 2015 年在鄱阳湖选择了两个典型水位期进行水体温度现场监测和氢氧同位素采样分析(图 2)，分别是枯水期(2 月 4 日)

和洪水期(7 月 20 日)。因为鄱阳湖水面积具有显著的季节性变化，所以监测断面的长度在不同水位期发生明显变化，断面上采

样点的水平位置也随之发生变化。选择星子和湖口作为鄱阳湖北部湖区的两个代表性监测断面，采用加拿大 Solinst 公司

Levelogger 传感器(精度±0.05 ℃)进行断面上不同水平点位的水体剖面温度连续监测(监测频率 5 s)，同时获取相应的水深和

温度实时传输数据。湖泊水体氢氧稳定同位素样品(2H 和 18O)采集主要在湖口、星子、都昌以及棠荫-康山断面上进行(图 2)，

其中，湖口和星子断面的同位素样品在深度上采集间隔约 1～2 m，采集点位与温度监测点保持一致，都昌和棠荫-康山断面的水

体同位素样品采集间隔约 4 m。所有水样在采集后立即装入 50 mL 细颈塑料螺丝盖水样瓶中，且保持采样瓶内无气泡，立即用

parafilm 膜密封，装满并冷藏保存，共计采集样品 152 个，用于 2H 和 18O 稳定同位素测试分析。为了提供鄱阳湖地区大气降水

同位素的背景资料，在星子站周边湖区开展大气降水稳定氢氧同位素样品的收集，采集时间为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共

收集降水样品 57 个。为了探讨湖泊水体混合或分层与水环境因子深度变化特征之间的联系，作者于 2015 年 8 月份选择湖口、

星子、都昌、棠荫和康山分别进行水体表层(0.2 m 水深)、中间层(视水深而定)和底层的水样采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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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样的氢氧稳定同位素在中国科学院农业水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稳定同位素分析实验室测定，采用基于波长扫描光腔衰荡

光谱技术(WS-CRDS)的美国 Picarro L2120-i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δ2H 和δ18O 的分析精度分别为±0.2‰和±0.07‰。所有

水样测定结果均用以 VSMOW(Vienna Standard Mean Ocean Water)为标准的千分偏差表示。湖泊悬沙浓度在实验室采用常规的过

滤称量法，测定泥沙含量，从而推求悬浮泥沙的浓度。总氮和总磷采用实验室离子色谱仪进行测试分析，可实现总氮和总磷的

快速、精确和稳定检测。

3 结果分析

3.1 大气降水与湖水同位素组成

2014～2015 年的鄱阳湖区大气降水线(LMWL)斜率(8.4‰)和截距(14‰)均大于全球大气降水线的 8‰和 10‰，表明了该地区

湿润气候条件的影响作用(图 3a)。图 3a 数据结果得出，鄱阳湖地区大气降水的δ2H 值变化范围为–98.3‰～36.1‰，δ18O 值

的变化范围–13.2‰～–3.4‰。δ2H 和δ18O 的最小值分别为–60.4‰(8月)和–8.4‰(7 月)，而最大值分别为 3.6‰(12 月)

和–0.9‰(2 月)，即夏季月份的降雨氢氧同位素值(6～9 月份)要明显小于冬季等其它月份(图 3b)。降水同位素的这种季节性变

化与鄱阳湖地区降水量的变化格局基本相反，表明了 6～9月份的集中降雨显著控制了δ2H 和δ18O 水平，即所谓的同位素“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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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效应”。从图 3a 还可以发现，相对于降水同位素的分布，湖水同位素的分布要更加集中，湖水δ2H 和δ18O 值与当地大气降

水的同位素值十分接近，且两者分布几乎在同一条直线上(LMWL)，表明了大气降水是湖水的最初始来源。

3.2 湖泊水体水温和氢氧同位素垂向分布特征

图 4和图 5 分别代表枯水季节湖口和星子断面上不同采样点(以五角星表示，下同)的水温和氢氧同位素垂向变化与分布特

征。因为鄱阳湖具有典型的主河道和浅水洪泛区，分别在湖口和星子断面选择了 4 个和 8 个水平方向上的采样点，采样点水深

介于 1～12 m。受外界气候影响较大，湖口和星子断面部分采样点在表层 2 m 水深内存在明显的水体水温差异或波动，尤其是星

子断面采样点，但湖口断面大部分采样点的水体水温垂向差异小于 0.5 ℃(图 4)，星子断面的水体水温差异约小于 1.0 ℃(图

5)。此外，可见枯水期部分监测点湖泊水体水温呈“上低下高”的垂向分布格局，可能是因为湖泊表层水温由于昼夜气候条件

变化影响降低地较为明显，而底层水温由于受白天太阳辐射升温影响却未能迅速降低，但总体上垂向温差较小。同位素分析结

果发现，δ2H 值的垂向分布呈现出较大的波动–75.2‰～12.1‰，但δ18O 值垂向分布差异却相对较小，变化范围为–10.4‰～

–3.0‰(图 4、图 5)，表明上下层水体具有几乎等同的δ18O 值。总体来说，枯水期湖泊表层水和底层水的垂向温差基本小于

1.0 ℃，绝大部分水域温差小于 0.5 ℃，稳定同位素值的垂向分布可视为几乎均一，水温和同位素均表现出深度剖面上的较小

差异，由此表明鄱阳湖枯水季节水体混合状况较好，没有明显的分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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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呈现了鄱阳湖洪水季节湖口(5 个采样点)、星子(5 个采样点)、都昌(6 个采样点)以及棠荫-康山断面上(4 个采样点)

不同采样点水温和氢氧同位素垂向变化与分布。洪水季节不同采样点的水深大致为 3～20 m。监测结果发现，湖口和星子断面大

部分采样点的水体水温垂向差异小于 1.0 ℃(图 6、图 7)，偶见湖口和星子断面少部分采样点的水温差异达到 1.5 ℃(例如，湖

口 1#和星子 4#)。虽然监测到湖口和星子段面部分采样点(湖口 1#和星子 1#)的水体水温呈正温层分布，但绝大部分采样点却呈

现出先前未预料到的逆温层(图 6、图 7)，原因可能是由于本研究采样时间集中于上午，湖区表层水体尚未受到太阳辐射的影响，

再加上昼夜气候波动的影响，表层水温迅速降低，底层水体在白天太阳辐射加热影响下仍然保持着相对较高的水温。不同断面

的同位素分析结果发现，所有深度的采样点δ2H 和δ18O 值垂向分布几乎均一(图 6～图 9)。就平均值而言，δ2H 和δ18O 值分

别为–36.88‰和–5.8‰。尽管鄱阳湖洪水期水深较大以及流速较缓，但概括而言，不同湖泊水域表层水和底层水的温差大多

小于 1.0 ℃，偶见部分水域会达到 1.5 ℃的较大垂向温差，而氢氧稳定同位素在深度剖面上几乎等值，表明鄱阳湖不同深度水

体的混合状况依然较好，未监测到明显的分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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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展望

4.1 湖泊水体分层影响因素

大多数自然淡水湖泊水体主要受湖泊入流、出流以及湖区气象条件等多因素影响
[5]
。因此，鄱阳湖水体分层或混合与气温、

降雨、风速以及湖泊出入流等密切相关。本研究发现鄱阳湖水体具有冬天温度较低与夏天温度较高的等温层，主要与湖区气温

的季节性变化有关。在季节变化尺度上，监测结果显示鄱阳湖水体垂向混合程度较好，水体温差基本小于 1.0 ℃，但同时存在

逆温层，原因可归结为气象条件和水动力条件的共同作用所致
[27]

。气温变化对一些深水湖泊和封闭性湖泊水体起着重要影响作

用，但其通常对鄱阳湖这样一些地表水力联系频繁的浅水洪泛湖泊影响相对较小
[3]
。本文采样主要选择在晴朗天气条件下进行，

降雨对湖泊水体的混合作用可以不予考虑与分析。先前研究得出强风(约大于 4～6 m/s)能够加速浅层湖泊水体的混合
[28]
，但本

文采样期间鄱阳湖的平均风速基本小于 2.9 m/s(康山气象站资料)，加上夏季鄱阳湖的水深能够达到 20 m，风不足以导致整个

垂向水体的混合，其不是影响鄱阳湖水体混合的主要因素。相关研究表明，风场变化对洪水期鄱阳湖东北部浅水低流速湖区的

水文水动力产生明显影响
[25]

，这就意味着风可能会对这些局部湖区的水体垂向混合带来一定的影响作用。大量研究已经得出，

鄱阳湖排泄长江水量与流域 5 河入湖量基本相当，湖泊水文水动力条件主要受流域 5 河来水以及长江径流情势共同影响
[20]
，这

就导致了全湖整体上由南向北的水流格局以及垂向差异较小的流速分布
[29]

，表明了湖泊入流与出流等地表水文条件对鄱阳湖水

体混合起着主要影响作用。世界其它国家的淡水湖泊，受气象条件影响，水体具有明显分层或存在部分混合
[6～16]

。相比而言，鄱

阳湖水体在地表入流和出流等主导因素作用下，呈现出垂向混合良好的特征。虽然鄱阳湖与其它的一些洪泛湖泊具有相似的水

力驱动特点，但相比于其它洪泛湖泊短暂出现的显著温度分层现象
[11, 12]

，鄱阳湖的垂向完全混合似乎要更加稳定和持久。

4.2 湖泊水体分层与水环境因子的关系

湖泊水体的季节性分层或混合可能对所有水环境演化过程起着控制或者影响作用。因此，探讨鄱阳湖水体分层与重要水环

境因子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监测数据表明，在变化范围约 6～15 m 的深度剖面上，鄱阳湖重点湖区的悬浮泥沙、总氮和总磷

的垂向浓度变化相对较小，分别小于 10、0.4 和 0.05 mg/L(图 10)，其与水体水温、氢氧同位素垂向分布特征的一致性很大程

度上表明了湖泊水体混合可能对水环境因子的重要影响。未来研究工作需要连续监测鄱阳湖水体的垂向混合状况以及关键水环

境因子的动态变化，尤其是在一些换水周期较慢且水质条件较差的东北部湖湾区
[30]

。此外，拟建鄱阳湖水利枢纽过程无疑将改

变鄱阳湖原本的水文水动力条件，增加不同湖区水体的换水周期
[31]

，未来工作重点可依托本研究的野外监测数据构建考虑水利

枢纽过程影响的三维水动力模型，基于小时尺度或者日尺度的精细模拟研究来阐明鄱阳湖水体的混合状况及其与水环境因子之

间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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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以鄱阳湖水体为研究对象，针对洪泛湖泊水位季节性变化显著等特点，基于剖面温度和稳定氢氧同位素的调查分析来

开展典型时期鄱阳湖水体垂向分层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此探求多因素影响下鄱阳湖水体的分层或混合状况，为湖区水体污

染物的输移模拟与作用机制阐释等方面提供数据支撑与科学参考。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鄱阳湖枯水期水体垂向温差大多处于 0～1.0 ℃，绝大部分水域温差小于 0.5 ℃；洪水期不同湖区水体垂向温差基本小

于 1.0 ℃，偶见部分水域会达到 1.5 ℃的较大温差。结果表明，季节变化尺度上鄱阳湖具有上下层水体之间较为稳定的等温层，

没有明显的温度分层特征。

(2)同位素测试分析结果发现，尽管枯水期和洪水期的氢氧稳定同位素值存在剖面深度上的波动，但δ2H 和δ1 8O 值基本

上呈均一分布。结果表明，鄱阳湖水体垂向混合程度较好或完全混合，未监测到明显的水体分层现象。

(3)影响湖泊水体分层或混合的因素主要为湖区外部气象条件和水文条件，而鄱阳湖强大的入流和出流等水文驱动因子是影

响鄱阳湖水体混合的主要因素，同时水体混合状况对湖泊水环境因子的垂向分布特征可能起着重要的影响或控制作用，应引起

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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